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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口区浮游生物作为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解黄茅海河口浮游生物及其粒径结构的时空分布特征, 于 2017年 8月 17日至 21日对黄茅海河

口区域微微型浮游生物(pico-, <2 μm), 微型浮游生物(nano-, 2—20 μm)及小型浮游生物(micro-, 

20—200 μm)及其粒径结构进行观测。结果显示, 河口外侧总叶绿素 a浓度最高, 为 19.34 μg/L, 且大

粒径浮游生物占比最高。底层水体受上溯海水影响较为明显, 表现出盐度及营养盐浓度随潮汐呈现

显著的周期性变化。潮汐过程对不同粒径的浮游生物影响不同, 对微微型浮游生物影响较小, 对大粒

径浮游生物影响较大。涨潮时, 表层标准化浮游生物粒径谱(NBSS)斜率增大, 大粒径浮游生物占比

增多。落潮时, NBSS斜率减小, 小粒径浮游生物占比增多。潮汐过程及由其引起的营养盐、温度和

可利用光强的改变是影响黄茅海河口浮游生物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可为河口区浮游生态系统以及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等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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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生物作为海洋食物链的基本组成部分 , 在

海 洋 生 物 泵 和 碳 循 环 过 程 中 起 到 重 要 作 用

(Chisholm, 2000)。浮游生物的生长、摄食以及营养

盐吸收等新陈代谢过程与其粒径结构息息相关

(Dong et al, 2018)。小粒径的浮游植物由于比表面

积较小而在资源贫乏的环境中更具优势 , 而在资源

丰富的环境中大粒径的浮游植物由于有更高的光

合作用效率而更为丰富 (Chisholm, 1992; Marañón 

et al, 2007)。也有研究指出 , 营养盐与温度会共同

影响浮游生物的粒径结构(Marañón et al, 2012), 温

度升高或会导致浮游生物粒径减小(Yvon-Durocher 

et al, 2011)。除温度、盐度以及营养盐等环境因子

外 , 海洋物理过程(如 : 潮汐、锋面等)也会影响浮游

生物的粒径结构分布(Rodríguez et al, 2001; Sin et 

al, 2015; 施玉珍等 , 2017)。  

河口作为陆地与海洋间的纽带 , 是研究海洋碳

循环过程的关键场所(Li et al, 2018)。河口区浮游生物

作为食物链的关键环节 , 在河口生态系统以及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对其进行研究

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郭沛涌等, 2003)。由于

受到潮汐以及径流等过程影响 , 河口区域水动力环

境复杂。其中, 潮汐是影响河口区浮游生物分布的重

要因子之一(Sin et al, 2015)。黄茅海河口是位于珠江

口西侧的喇叭形河口湾 , 上有虎跳门水道与崖门水

道汇入, 下与南海相连, 为潮流优势型河口(高原等, 

2010), 其环境主要受到河流径流和潮流所影响(Jia et 

al, 2019)。目前, 针对黄茅海河口的研究大多集中于

对其潮汐动力特征、泥沙输运以及环境因子的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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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研究(杨名名等, 2016; 周争桥, 2019; Cui et 

al, 2019), 而对浮游生物及其粒径的分布和其随潮汐

的变化特征研究仍然较少。 

标准化浮游生物粒径谱 (normalized biovolume 

size spectrum, NBSS)常被用来表征浮游生物粒径结

构 , 其斜率可以用来描述浮游生物的粒径分布情况

(San Martin et al, 2006)。较小的斜率值表示浮游生物

群落中小粒径生物占比较高 , 且生态系统的能量传

递效率较低(Zhang et al, 2019; Liu et al, 2021)。在标

准化粒径谱斜率相近时 , 粒径谱截距可以用来表征

浮游生物群落总生物量的大小(Quinones et al, 2003), 

较高的截距值表示浮游生物群落总生物量相对较高。

通过对不同环境下浮游生物及其粒径结构的变化情

况进行分析 , 对其在黄茅海河口区域分布以及随潮

汐变化特征进行探究 ,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该区域的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 也可以为生态建模以及模

拟等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与分析 

调查于 2017 年 8 月在黄茅海水域进行, 共计包

括 3 个采样站位。S1、S2 及 S3 站位水深分别为 7.8、

3.1 及 7.8 m。其中, S1、S3 站位水样采集于低低潮位

时, S2 号站位为时间序列站位(图 1), 具体采样时间

如表 1 所示。水体温度及盐度利用船载 CTD 进行测

量, 通过 CTD 所携带的采水器对表层(距海表 0.5 m)

和底层(距海底 0.5 m)水体样品进行采集。所采集水

样预先经 200 μm 筛绢过滤, 用于测量营养盐以及叶

绿素等, 各样品均取 2 个平行样。 

 

图 1  黄茅海采样站位图 
Fig.1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Huangmao Ba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表 1  各站位采样日期及采样时间 
Tab.1  Date and time of sampling at each station  

采样 

站位 

采样 

日期 

采样 

时间 

采样 

站位 

采样 

日期 

采样 

时间 

S1 8.16 10:18 S2 8.19 14:10 

S2 8.17 12:30   20:20 

  18:30 S2 8.20 07:40 

S2 8.18 06:00   15:36 

  13:40   21:50 

  21:00 S2 8.21 02:24 

S2 8.19 00:14 S3 8.16 12:55 

  06:54    

 
在 50 kPa压强下, 选取  500 mL预过滤水样在现

场经 0.7 μm玻璃纤维滤膜(GF/F)过滤。所得滤膜避光

保存于20 °C冰箱中, 用于总叶绿素浓度测量。同时, 

保留 100 mL 经 GF/F 滤膜过滤后海水于聚乙烯瓶中

冷冻保存于20 °C, 用于营养盐浓度测量。实验室内, 

在避光条件下将滤膜在 90%的丙酮中萃取 24 h, 

4 000 r/min, 离心 10 min后采用荧光法测定总叶绿素

a (Tchl a) 浓度(Dong et al, 2018)。硅酸盐(Si)浓度、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N+N)及可溶活性磷酸盐(SRP)利

用 SEAL AA3型流动注射分析仪在实验室内测定, 其

检出限分别为 0.02、0.02、0.03 μmol/L (Li et al, 2021)。 

对于微微型浮游生物 (pico-, <2 μm), 现场取

50 mL预过滤水样经 20 μm筛绢再过滤后, 保存 2 mL

滤液于冻存管中, 用终浓度为 0.5%的多聚甲醛固定, 

避光放置 15 min 后 , 保存于液氮中。原绿球藻

(Prochlorococcus, Pro)、聚球藻(Synechococcus, Syn)

和微微型真核生物(picoeukaryotes, Euk) 的丰度在实

验室内利用流式细胞仪(Beckman Coulter’s cytoflex S) 

进行测量(周卫文等, 2020)。 

在此次调查中仅采集表层微型浮游生物(nano-, 

5—20 μm) 及小型浮游生物(micro-, 20—200 μm) 样

品。其采集与测量过程参照 San Martin等(2006)的方

法, 将表层海水在现场经终浓度为 1%的酸性鲁哥试

剂固定后 , 在实验室内由流式细胞摄像系统

(FlowCAM)测量, 以获取其粒径数据。测量采用 4倍

物镜, 在自动触发模式下进行。每次测量结束后, 将

无效图像从数据库中删除 (气泡、重复图像

等)(García-Muñoz et al, 2014)。 

本文中所使用潮汐数据选取距离采样站位最近的

珠海站于调查期间内的潮汐预报数据, 潮高基准面在

平均海平面下 148 cm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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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处理与标准化粒径谱构建 

以由等效球直径(ESD, μm)计算得出的颗粒体积

为尺度划分粒径级, 其值经由 FlowCAM计算并导出, 

并校正了由鲁哥试剂固定而导致的细胞收缩

(Montagnes et al, 1994)。 

粒径间隔的划分和标准化粒径谱的构建依据以

下公式进行:  

1i i iV V V   ; 1 2i iV V  ; 3
1 65 μmV   

   2 2log a b logi i iA V V    ,        (1) 

其中, Vi 表示不同粒径级(μm3), Ai 表示对应粒径级

间隔 (∆Vi)内颗粒的总体积 (μm3/mL)(Blanco et al, 

1994)。斜率(a)和截距(b)为标准化粒径谱线经线性回

归后得到的常数。 

1.3  统计及分析方法 

本文中采样站位图使用软件 Ocean Data View 

(ODV) v.4绘制, 其余用图使用软件 Origin Pro 2018

绘制。利用软件 SPSS v.22.0 (SPSS) 进行相关数据统

计分析。由于 S1、S3站位样品采集于低低潮位时, 所

以本文选取 S2 站位低低潮位时各变量均值与其余站

位进行对比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水域环境特征 

由潮汐曲线(图 3)可知, 2017 年 8 月 17 日至 21

日期间黄茅海水域的潮汐变化较为规律。在一个太阴

日中呈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 且相邻两次高潮位潮

高相差较大, 属于不正规半日潮混合潮特征。在观测

期间内其潮高最大值为 288 cm, 出现在 21日 8时 13

分。潮高最小值为 20 cm, 出现在 21日 16时 23分。 

调查期间, 由 S1至 S3站位, 黄茅海水域表层温

度略有上升(由 30.80 °C上升至 31.11 °C), 底层温度

在 S3站位最低, 为 24.42 °C (图 2a)。表层盐度由河

口至外海逐渐升高(0.98—10.96), 底层盐度在 S3 站

位最高, 为 33.63 ‰ (图 2b)。其中, S2站位水体表层

温度与底层温度无显著性差异(t=1.39, n=26, P>0.05) 。

表层温度平均值为 30.91 °C, 无显著周期性变化规 

 

图 2  温度 (a)、盐度 (b)、硅酸盐 (Si, c)、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N+N, d)、可溶活性磷酸盐 (SRP, e)、 总叶绿素 a (Tchl a, 

f)、聚球藻 (Syn, g)、微微型真核生物 (Euk, h) 浓度、标准化粒径谱 (NBSS) 斜率以及截距 (i) 的水平分布曲线 
Fig.2  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of temperature (a), salinity (b), silicate (Si, c), nitrate and nitrite (N+N, d), soluble active phosphate 
(SRP, e), total chlorophyll a (Tchl a, f), Synechococcus (Syn, g), picoeukaryotes (Euk, h) concentration, normalized biovolume size 

spectra (NBSS) slope, and the intercept (i) 
注: S2站的数据为最低潮位时各变量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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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温度(a)、盐度(b)及潮高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3  The variations of temperature (a), salinity (b), and tidal 

height vs time 
注: 采样日期(月/日)标注在图片顶部 

 

律, 随时间呈现升温趋势(图 3a)。底层温度平均值为

30.45 °C, 在高高潮位时温度降低, 在其余潮位时温

度较高, 随时间呈现升温趋势(图 3a)。S2站位水体表

层盐度显著低于底层盐度 (t=3.73, n=26, P<0.01) 。

S2 站位表层盐度平均值为 5.82, 在低低潮位及高低

潮位盐度值较低 , 且与潮高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R=0.76, n=13, P<0.01, 表 2), 表明潮高较高时表层

盐度较高。底层盐度平均值为 13.55, 有明显的周期

性变化规律 , 与潮高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0.77, 

n=13, P<0.01, 表 2) 。在一个太阴日内, 底层盐度在

低低潮位时有极小值, 随后逐渐增大, 在高低潮位时

无显著减小(图 3b)。 

调查期间 , 硅酸盐 (Si)浓度范围为 18.22— 

68.63 μmol/L, 硝酸盐及亚硝酸盐(N+N)浓度范围为

20.74—94.61 μmol/L, 可溶活性磷酸盐(SRP)浓度范

围为 0.12—0.90 μmol/L,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黄向青等, 2012; 张伟等, 2015)。由 S1至 S3站位, Si、

N+N 以及 SRP 在表层和底层均呈现下降趋势, 在 S3

站位时浓度最低(图 2c—e)。如图 4所示, S2站位表层

Si 浓度 平 均 值为 51.49 μmol/L, 与 底层 浓 度

(43.38 μmol/L)无显著性差异(t=1.91, n=26, P>0.05)。

其中, 底层 Si 与潮高呈显著负相关(R=0.70, n=13, 

P<0.01, 表 2), 在潮高较高时其浓度较低(图 4a)。表

层 N+N 浓度平均值为 70.12 μmol/L, 显著高于底层

N+N浓度 (51.15 μmol/L, t=3.64, n=26, P<0.01), 底

层 N+N 浓度与潮高呈显著负相关 (R=0.62, n=13, 

P<0.01, 表 2), 在潮高较高时, N+N 浓度较低 (图

4b)。此外, 表层 SRP浓度平均值为 0.59 μmol/L, 与

底层浓度(0.43 μmol/L)无显著性差异(t=1.71, n=26, 

P>0.05), 底层 SRP 随潮高增加而显著线性减小

(R=0.62, n=13, P<0.01, 表 2), 在低低潮位时有极大

值, 而在其余潮位时浓度减小(图 4c)。 

 

图 4  硅酸盐 (Si)、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N+N)、可溶活性

磷酸盐 (SRP) 浓度及潮高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4  The variations of silicate (Si), nitrate and nitrite (N+N), 

soluble active phosphate (SRP) concentration, and tidal height vs 
time 

 

2.2  叶绿素及微微型浮游生物群落结构的时空分布 

由 S1至 S3站位, 表层与底层总叶绿素 a均逐渐

增大 (图 2f), 在 S3 站位时浓度最高 , 分别为

19.34 μmol/L (表层)和 18.88 μmol/L (底层)。其中, S2

站位表层总叶绿素浓度在观测期内变化范围为

2.16—8.31 μg/L, 平均浓度为 4.87 μg/L, 随时间呈现

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无显著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图

5a)。底层总叶绿素浓度显著高于表层总叶绿素浓度 

(t=2.73, n=26, P>0.05), 其变化范围为4.02—8.04 μg/L, 

平均浓度为 4.87 μg/L, 与潮高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0.57, n=13, P<0.05, 表 2), 即潮高较高时, 底层叶

绿素浓度较高(图 5a)。 

原绿球藻(Pro)在此次调查所采集的各个样品中

均未被检出。表层聚球藻(Syn)浓度在 S1 站位最高, 

为 15.09×103 cells/mL, 底层 Syn浓度在 S3站位最高, 

为 95.94×103 cells/mL (图 2g)。在 S2站位(图 5b), 聚

球藻 (Syn)浓度表层显著低于底层 ( t=2.73, n=26, 

P<0.05), 表层 Syn 浓度除极大值 173.2×103 cell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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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总叶绿素(Tchl a)、聚球藻(Syn)、微微型真核生物(Euk)

浓度及潮高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5  The variations of total chlorophyll a (Tchl a), 

Synechococcus (Syn), picoeukaryotes (Euk) concentration and 
tidal height over time 

 

(8 月 18 日, 06:00)外, 在低低潮位时浓度较低, 其余

时间浓度小幅上升,平均浓度为 28.62×103 cells/mL。

底层 Syn 浓度变化较为剧烈, 呈周期性变化, 平均浓

度为 99.11×103 cells/mL, 在低低潮位时浓度较低, 在

其他时间则浓度上升。表层微微型真核生物(Euk)由

S1 (14.42×103 cells/mL) 至 S3 (4.2×103 cells/mL) 站

位逐渐降低 , 底层 Euk 在 S3 站位浓度最高 , 为

28.41×103 cells/mL (图 2h)。在 S2站位(图 5c), 表层

Euk 平均浓度为 5.97×103 cells/mL, 与底层浓度无显

著差异(t=1.43, n=26, P>0.05)。 

2.3  标准化粒径谱参数的时空分布 

由 S1至 S3站位, S1与 S2站位标准化粒径谱斜

率无明显差异, S3 站位斜率值最高(0.75, 图 2i), 表

明 S3 站位大粒径生物相对占比最高。标准化粒径谱

截距在 S2站位最大(22.18, 图 2i), 在 S3站位截距值

最小(18.24, 图 2i), 表明相比较于其他站位, S2 站位

浮游生物总生物量相对较高。 

此外 , 根据标准化粒径谱参数分布折线图可知

(图 6), S2 站位粒径谱斜率及截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呈

现周期性变化。一个太阴日内, 低低潮位时粒径谱斜

率较小, 而后随着潮位的增高而逐渐增大, 且与潮高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图 6a, R=0.62, n=13, P<0.05), 

表明在低低潮位时浮游生物群落中小粒径生物占比

较高, 潮高较高时, 大粒径生物占比逐渐增大。此外, 

标准化粒径谱截距也随时间呈现周期性变化(图 6b)。

在低低潮位时粒径谱截距有极大值 , 而随着潮高的

降低减小 , 且与潮高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R=0.69, 

n=13, P<0.01)。这表明在低低潮位时, 浮游生物总生

物量较高 , 而随着潮位的增加浮游生物总生物量逐

渐降低。 

 

图 6  标准化粒径谱(NBSS) 斜率、截距及潮高随时间变化

曲线 
Fig.6  The variations of normalized biovolume size spectra 

(NBSS) slope, intercept and tidal height over time  

 
2.4  浮游生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由表 2可知, S2站位表层水体总叶绿素 a与温度、

盐度及营养盐等无显著相关性。底层总叶绿素 a浓度

与表层 Si (R=0.81, n=13, P<0.01)、N+N (R=0.70, 

n=13, P<0.01)以及 SRP (R=0.69, n=13, P<0.72)呈现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明营养盐浓度越高, 总叶绿素

浓度越低。表层 Syn 与 SRP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0.66, n=13, P<0.05), 表明随 SRP浓度升高, Syn

浓度降低。底层 Syn 也与底层 SRP 有显著负相关关

系(R=0.62, n=13, P<0.05)。表层 Euk与温度有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R=0.58, n=13, P<0.05), 表明温度越

高则其浓度越小。其与表层 SRP 也有显著负相关关

系(R=0.58, n=13, P<0.05), 表明表层 SRP的增加并

未促进表层 Euk 的生长。底层 Euk 与温度、盐度及

营养盐等无显著相关性。 

标准化粒径谱斜率与表层温度有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R=0.67, n=13, P<0.05), 表明随着温度的增加, 

粒径谱斜率降低, 小粒径生物占比增加。其也与表层

盐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57, n=13, P<0.05), 表

明随着盐度的增加, 粒径谱斜率逐渐增大, 大粒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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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2 站位各变量的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 
Tab.2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variables at Station S2 

参数 
潮高
(cm) 

NBSS 
斜率 

NBSS 
截距 

总叶绿素 a 

(μg/L, 表层)

总叶绿素 a

(μg/L, 底层)

聚球藻 
(×103cells/mL, 
表层) 

聚球藻 
(×103cells/
mL, 底层)

微微型真核生

物(×103 

cells/mL, 表层) 

微微型真核生

物(×103 

cells/mL, 底层)

潮高(cm) 1.00 0.62* 0.69** 0.15 0.57* 0.45 0.33 0.23 0.12 

温度 

(°C, 表层) 
0.40 0.67* 0.63* 0.43 0.45 0.47 0.49 0.58* 0.47 

盐度 

(表层) 
0.76** 0.57* 0.47 0.08 0.55 0.50 0.42 0.11 0.08 

Si (μmol/L, 
表层) 0.33 0.53 0.38 0.43 0.83** 0.25 0.43 0.34 0.23 

N+N (μmol/L, 
表层) 0.30 0.14 0.13 0.48 0.23 0.06 0.46 0.36 0.10 

SRP (μmol/L, 
表层) 0.47 0.56* 0.45 0.29 0.75** 0.66* 0.77** 0.58* 0.41 

温度 

(°C, 底层) 
0.38 0.72** 0.72** 0.68* 0.18 0.53 0.20 0.65* 0.54 

盐度 

(底层) 
0.77** 0.74** 0.88** 0.24 0.45 0.57* 0.55 0.55 0.50 

Si (μmol/L, 
底层) 0.70** 0.57* 0.52 0.05 0.81** 0.45 0.50 0.37 0.02 

N+N (μmol/L, 
底层) 0.62* 0.38 0.25 0.15 0.70** 0.25 0.18 0.11 0.30 

SRP (μmol/L, 
底层) 0.78** 0.33 0.44 0.33 0.72** 0.34 0.62* 0.26 0.08 

注: *表示相关系数在 0.05水平上显著, **表示相关系数在 0.01水平上显著。 

 
物占比逐渐增大。此外, 表层斜率还和表层 SRP浓度

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56, n=13, P<0.05), 表

明随着 SRP的增加, 粒径谱斜率逐渐减小, 小粒径生

物占比增加。标准化粒径谱截距与表层温度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R=0.63, n=13, P<0.05), 表明随着温度的

增大, 浮游生物总生物量增高。 

3  讨论 

3.1  黄茅海潮汐特征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影响 

黄茅海河口位于珠江口西侧 , 顶端有来自崖门

和虎跳门的水体汇入其中(黄毅等, 2020)。调查期间, 

黄茅海潮高随时间呈周期性涨落, 在一个太阴日内, 

经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 , 且相邻两次高潮潮差较

大(图 3a), 属于不正规半日潮混合潮(杨名名等, 2016; 

黄毅等, 2020)。 

有研究指出 , 黄茅海夏季的海水呈现高度成层

或者似层状 , 盐水楔随潮水涨落进退于栏门浅滩与

赤鼻岛之间(黄方等, 1994)。本文中, S1与 S2站位处

于黄茅海夏季盐水楔涨落范围内(图 1)。调查期间, 黄

茅海水域的表层温度和盐度与底层差异较大 , 呈现

出较为明显的分层特征(图 2a, 2b)。由河口内侧至外

侧 , 温度略有降低 , 而盐度逐渐增大。这与 Jia 等

(2019)在 2011 年夏季对黄茅海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主要是受到河口径流输入的影响。黄毅等(2020)的研

究中曾指出 , 栏门沙浅滩海域属于潮流上溯流与径

流下泄流的交汇区域, 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 其以北

海域受到径流作用的影响要强于潮汐作用。S2 站位

邻近于黄茅岛, 属于拦门沙浅滩以北海域。在调查期

间, S2站位表层盐度与底层盐度则随潮水涨落有显著

的周期性变化。在低低潮位时 , 表底层盐度基本相

同。相比较于表层盐度, 底层盐度随潮水上涨的增幅

更为剧烈(图 3b), 这表明 S2 站位底层受到外海高盐

度海水上溯的影响更为强烈。 

黄茅海水域营养盐的空间分布较为规律 , 即其

浓度由河口至外海呈现下降趋势(图 2), 这也与夏季

长江口营养盐的分布趋势是一致的(方涛等, 2008)。

黄茅海海域的营养盐主要来自于陆源口门的排放 , 

外海水稀释作用的加强是导致营养盐浓度逐渐降低

的原因(张伟等, 2015)。同时, 由河口至外海, 径流作

用的影响逐渐降低也会导致营养盐浓度逐渐降低(Jia 

et al, 2019)。在 S2站位, 表层的营养盐浓度普遍高于

底层营养盐浓度(图 4)。这是由于在雨季河口径流输

入的水体与随潮汐涨落的盐楔间会形成强烈的温度

及盐度跃层 , 其存在会阻碍河流径流输入水体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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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盐楔间物质的垂直交换(Cui et al, 2019)。尽管 S2

站位表层营养盐浓度随时间有波动 , 但与潮高无显

著相关性。表明表层营养盐浓度变化可能受到潮汐作

用较弱。而根据潮高与底层营养盐的线性相关结果可

知, 在涨潮时底层营养盐浓度显著降低(图 4)。涨潮

时 , 来自外海的低营养盐海水随潮汐上溯使得底层

营养盐浓度降低 , 即海水上溯是影响底层营养盐浓

度的主要原因(方涛等, 2008)。 

3.2  黄茅海浮游生物的空间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 黄茅海河口叶绿素 a表层与底层

无明显差异, 且浓度整体较高(>2.16 μg/L)。其在 S3

站位最高, 达到 19.34 μg/L (图 2), 这可能由于受到外

海赤潮的影响所致。如孙越峰等(2020)的研究所示 , 

辽河口夏季叶绿素 a在近河口处浓度较低, 在河口外

侧浓度较高是由于受到河口外侧赤潮的影响。此外, 

在高营养盐条件下 , 较为浑浊的水体和较低的光照

条件也会限制浮游植物的生长(Cloern, 1999)。黄茅海

河口内侧尽管营养盐浓度较高, 其总叶绿素 a浓度却

较低。这可能是由于黄茅海河口夏季受到径流较强的

影响, 其上游悬浮颗粒较多, 较高的浊度影响了光照

而限制了浮游植物的生长所导致(Jia et al, 2019)。当

总叶绿素浓度较高时, 微微型浮游植物的占比较小, 

而小型浮游植物的比例会随着总叶绿素浓度的增高

而增大(Sin et al, 2000; Goericke, 2011)。小型浮游植

物在河口外侧占比的增加可能是导致在 S3 站位标准

化粒径谱斜率最高的原因。这也与前人的调查结果相

一致, 即夏季在珠江口, 小型浮游植物在河口下游占

据优势 , 而在河口上游则为微微型浮游植物占比较

高(黄邦钦等, 2005)。 

盐度是影响微微型浮游生物分布的重要因素

(Mitbavkar et al, 2012)。有研究表明, 水体盐度大于

32.6的环境更利于原绿球藻(Pro)的生长, 且 Pro在低

营养盐水体中更为丰富, 夏季长江口 Pro由于受到高

营养盐环境的限制而未被观测到(Li et al, 2012)。黄茅

海河口各站位均未观测到 Pro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较低

的盐度以及较高的营养盐条件下, Pro 的生长受到限

制所导致。此外, 光照也是影响河口羽流区微微型浮

游生物分布格局的重要条件(Jiao et al, 2002)。根据结

果显示, 黄茅海各站位聚球藻(Syn)的垂向丰度差异

较大, 在底层丰度较高(图 2g)。这可能是由于夏季水

体表层较强的光照抑制了 Syn的生长, 而导致表层丰

度较低(杨琳等, 2012)。对于微微型真核生物, 其群落

组成复杂 , 空间分布格局无法简单归因于物理或化

学因素带来的影响(Jiao et al, 2002)。而结果中, 微微

型真核生物(Euk)并未观测到明显的垂向分布差异(图

2h), 这可能是由于所调查站位水深较浅所导致(杨琳

等, 2012)。 

3.3  潮汐对浮游生物及其粒径结构的影响 

浮游生物的生长和粒径结构会受到营养盐、温度

以及光照等因素的影响 (Cloern, 1999; Dong et al, 

2018)。调查期间, 底层叶绿素浓度与潮高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在涨潮时, 底层叶绿素浓度的上升可能是

由于潮汐涨落的物理过程及所带来的化学变化共同

所导致。S2站位营养盐浓度整体较高, 氮磷比显著高

于 Redfield比值(16:1)。S2站位底层总叶绿素 a浓度

与营养盐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高浓度的营养盐并

未促进浮游植物的生长。孙越峰等(2020)在对辽河口

海域的调查研究中也发现, 叶绿素 a浓度在夏季时与

硝酸盐、磷酸盐、硅酸盐浓度呈显著负相关。在河口

区域的高营养盐环境下 , 可利用光强是影响浮游植

物生长的重要因素(Pennock, 1985; 孙越峰等, 2020)。

潮流作用引起的沉积物和底栖生物等的再悬浮 , 以

及由河口径流输入的悬浮颗粒物会导致水体浊度增

大(Cloern, 1987, 1996), 可利用光强的降低可能是导

致 S2 站位底层浮游植物的生长受到限制的原因。此

外 , 在潮汐作用下上溯的高叶绿素浓度的外海水的

直接输入也可能是造成 S2 站位底层叶绿素浓度在涨

潮时增大的原因之一。同时, 在河口区底栖微藻受到

潮汐作用再悬浮进入底层水体(De Jorge et al, 1995), 

也会造成浮游植物生物量变化。 

有研究显示 , 潮汐对浮游生物的影响与粒径相

关(Sin et al, 2015)。从微微型浮游生物(Pico-, <2 μm) 

至小型浮游生物  (Micro-, >20 μm), 其与潮高的关

系随粒径增大而增强。在本文中, S2 站位除 Syn 与

SRP 有显著负相关性以及 Euk 在表层与温度和 SRP

呈显著负相关外, Syn和 Euk丰度在表层与底层与其

与环境因子间并无显著相关性。这表明潮汐过程对

Pico-生物的影响较小(Sin et al, 2015)。根据结果显示, 

S2站位标准化粒径谱斜率与潮高以及海水盐度呈现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 2)。黄茅海河口外侧盐度以及

总叶绿素浓度较高, 且大粒径生物占比最高(图 2)。

在涨潮过程中 , 河口外侧高盐度海水上溯 , 大粒径

生物随上溯海水的输入可能是影响 S2 站位表层浮

游生物的粒径结构的原因之一。同时 , 温度也是影

响浮游生物粒径结构的重要因素 (Morán et al, 

2010)。温度较高时, 微微型浮游植物生长率以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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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浮游动物对浮游植物的摄食率较高 (Dong et al, 

2018)。由 S2 站位标准化粒径谱斜率与温度的显著

负相关关系可知(表 2), 小粒径生物所占比例随水体

温度的增高而增大 , 表明温度可能也是影响该位置

浮游生物粒径结构的原因之一。此外, 有研究表明, 

在光限制或者营养盐限制的条件下 , 浮游生物群落

通常以小粒径生物为主(Chisholm, 1992), 而在光照

和营养盐充足的条件下 , 大粒径浮游植物拥有更高

的光合作用效率(Cermeño et al, 2005)。如: 硅藻不容

易受到光抑制的作用 , 能够更好地适应近岸海域光

照强度的快速变化(Key et al, 2010)。夏季黄茅海河

口表层光照充足, 且营养盐丰富。涨潮时, 高盐度海

水上溯流与河口径流下泄流交汇而形成盐楔 , 导致

S2 站位水体分层较为明显, 水体底部悬浮物质向表

层的输送受到阻碍(黄方等, 1994; Cui et al, 2019)。

S2 站位表层高营养盐和光限制的环境下, 大粒径浮

游生物生长占优势也可能是导致该站位大粒径浮游

生物在涨潮时占比增多的原因。而落潮时 , 盐楔向

河口外侧退去, S2站位表层与底层的层化现象减弱, 

底部悬浮颗粒物的输入会导致水体浊度增加 (De 

Jorge et al, 1995; Cloern, 1996)。且较小粒径的物质

由于密度较低, 更容易被悬浮(Wang et al, 2013)。因

此 , 低低潮位时可利用光的减弱以及水体底部小粒

径底栖微藻等的输入可能是造成 S2 站位在落潮时

小粒径生物占比增高的原因。 

4  结论 

夏季, 黄茅海河口区为不正规半日潮混合潮, 浮

游生物及其粒径结构的分布受到潮汐影响显著。河口

内侧受径流影响较强, 营养盐浓度较高。由河口至外

海, 总叶绿素 a 浓度逐渐增大, 且大粒径生物占比在

河口外侧最大。潮汐过程对底层水体影响较为明显, 

并造成盐度及营养盐的改变。其引起的底层再悬浮过

程 , 以及由海水上溯所引起的底层营养盐浓度和光

照强度的变化影响了浮游生物的粒径结构和分布情

况。潮汐对不同粒径的浮游生物影响不同, 对微微型

浮游生物影响较小 , 对较大粒径浮游生物的影响较

为明显, 涨潮时表层标准化粒径谱斜率增大, 较大粒

径浮游生物占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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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AL EFFECTS ON PLANKTON COMMUNITY AND SIZE-STRUCTURE IN  
THE HUANGMAO BA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LIU Zi-Jia1, 2,  LI Qian1, 2, 3,  CHEN Yin-Chao1, 2,  SHUAI Yi-Ping1, 2,  MA Meng-Zhen1, 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3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Guangdong Laboratory of Southern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Guangzhou 511458, China) 

Abstract    A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aquatic food chain, plankt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ine 

biogeochemical cycle. To explor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plankton community, a fiel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Huangmao Ba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from August 17th to 20th, 2017. We estimated the plankton siz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normalized biovolume size spectrum (NBSS) by FlowCAM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icoplankton 

community by flow cytometr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total chlorophyll-a was located outside 

the bay where large-sized plankton was relatively dominant. The onshore intrusion of seawater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bottom layer, leading to periodical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during each tidal cycle. The tidal variation showed 

distinct effects on the plankton of different sizes. Picoplankton was merely affected by tidal forcing, but large-sized 

plankton was greatly influenced. In addition,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NBSS slope (a higher fraction of large-sized 

plankton) was observed during high tides, while the NBSS slope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a higher fraction of small-sized 

plankton) during low tides. Therefore, the tidal forcing along with the changes in nutrients, temperature, and light were the 

main drive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lankton in the Huangmao Bay. This study may provide valuable data and insight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lanktonic ecosystem dynamics and the biogeochemical cycle in the coastal area of the SCS. 

Key words    plankton;  plankton size;  tide;  Huangmao Sea 

 


